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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傳統紙媒數位轉型的另一種可能	
──以《今周刊》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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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十一世紀的媒體產業並非處於一個太平盛世，數位化已衝擊傳統媒體
生態。本研究以強調紙本價值並採取非主流數位轉型模式的傳統媒體組織

《今周刊》為例，以 Dąbrowska et al.（2022）三層次的數位轉型模型，分
別從鉅觀至微觀角度分析生態、組織、個人等數位轉型的三面向，探究臺灣
傳統紙媒在主流數位轉型模式之外的另一可能。本研究發現：一、傳統媒體
數位轉型的不同模式，例如：「平網並進」、「紙本先行」模式，和「數位優
先」、「中央廚房制」有明顯的差異；二、華人社會企業組織常見「家父長制
領導」風格在《今周刊》數位轉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且有極大的影響；三、

《今周刊》強調「紙本優先」的「雙廚房制」模式，重新提醒「紙本媒體」
的定位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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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十一世紀的媒體產業並非處於一個太平盛世，傳播科技的日新月異改
變讀者消費習慣，同時帶動媒體生態的明顯變化。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re）以及美國新聞協會（American Press Institute）提出
調查數據：2008年至 2020年間，美國報業新聞室就業人口下降了 57%，從
7萬 1千人減少至 3萬 1千人，數位出版新聞室的人員人數增加 144%，從
7千 4百人增加至 1萬 8千人，但仍比報紙少約 1萬 3千人（Walker, 2021, 
July 13）。數位科技發展同樣也影響臺灣傳統媒體產業的發展，例如：2021
年，由埃森哲管理諮詢公司（Accenture）提出《臺灣新聞媒體展望》報告
指出，自 2005至 2020年，十五年間，臺灣新聞業的總營收自 320億元降至
157億元，縮水幅度高達 50%；在同一時期，雜誌紙本廣告從 104億元速減
至 11億元，幾乎只剩下十分之一，而報紙紙本廣告營收則從 136億元縮減
至 43億元，只剩約 30%，數位廣告量卻成長 64%（轉引自黃哲斌，2023年
3月 21日）。2022年，臺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Taiwan Digital Me-
dia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簡稱 DMA）調查顯示 2021年臺灣數位廣告
投放額已達 544.3億元，其中一般媒體平臺和社群媒體平臺分別占 337.7億
元和 206.6億元（臺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2022年 6月 1日），數位
化對於傳統媒體生態的衝擊，已從消費人口的「量變」引起傳統媒體組織的
「質變」。

由於數位科技對於組織深遠的影響，近年來陸續發展更多元的研究論
述，例如：數位科技發展重塑工作環境、組織生產系統和消費者的期望和
行為（Coad et al., 2021; Marsh et al., 2022; Rauch et al., 2020）；新商業模
式導致組織大幅的改變和原有商業模式的調整（Lanzolla et al., 2020; Song, 
2019）；新科技對於組織工作者、消費者，甚至整個產業生態的發展和影
響（Dąbrowska et al., 2022; Radziwon et al., 2022; Singh et al., 2020; Verhoef et 
al., 2021）。然而，目前不論管理學和傳統媒體組織領域的數位科技研究仍著
重於「組織本身」的變化 （Hanelt et al., 2021; Hess et al., 2016; Nadkarni & 
Prügl, 2021），媒體組織數位轉型的研究個案，採取的是「中央廚房制」數位
轉型模式，聚焦在數位科技的聚合現象對媒體生態造成的影響 （Dave, 2011; 
Latzer, 2009; Nadaf, 2019），研究結果傾向於改變舊結構，或完全重整結構來
適應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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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的重要數位轉型個案《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即是以
打破舊組織結構、建立新商業模式和改變傳統新聞業務以應對新聞生態的變
化；《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數位轉型過程則在 2007年推出數位訂
閱，透過數位轉型獲得新收入來源。反觀臺灣傳統媒體的數位轉型，也不離
歐美改變傳統組織結構的主流轉型模式。根據臺灣傳統平面媒體組織《天下
雜誌》和《聯合報》公佈的轉型報告說明，此兩家臺灣重要傳統媒體組織亦
是如歐美採取其「平網整合」、「數位先行」和「大編輯臺」的數位轉型策略，
在傳統數位轉型過程中，「中央廚房制」、「平網整合」、「數位先行」和「大
編輯臺」策略，已形成傳統媒體組織數位轉型的主流模式。不論就歐美或是
臺灣傳統媒體組織，均顯見對數位轉型的高度倚賴，然而，在全球處於數位
轉型浪潮尖上之際，《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 U.S. Newspapers’ Digital 
Struggles Toward Inferiority）一書作者 Chyi（2013）對於美國媒體數位化之
路提出質疑的看法，反思數位為王之媒體趨勢時代。
當美國百年報業《紐約時報》等紛紛大張旗鼓的進行數位轉型工程時，

Chyi（2013）大膽地指出重新回歸紙本才是問題的解決之道，提供傳統媒
體在數位化浪潮衝擊下不同的思考角度。例如：Chyi指出當報業在營收下
滑，紛紛地想在數位趨勢找希望時，那只是一場跑錯方向的馬拉松。即使數
位市場支持者以及新聞業者堅信未來市場主流是網路世代的年輕讀者，Chyi
提出研究發現網路世代放棄紙本的原因是因為報紙並未提供給年輕人想看的
內容，而非他們不喜歡報紙。此外，當報紙把最有價值的資產放上網路，網
路上出現過多同質內容時，並非提供讀者更多的選擇，而是稀釋資訊價值。
Chyi對於紙本媒體的躁進網路現象提出深刻的比喻，認為就像是頂級牛排館
放棄賣牛排，而選擇製做廉價商品的牛肉漢堡和攤販競爭（陳怡璇，2018；
Chyi，同上引）。
從 Chyi（2013）提出的觀點反觀臺灣傳統媒體數位轉型的過程，須被

審慎思考的問題是：到底臺灣傳統媒體數位轉型是不是得追隨歐美的主流模
式？傳統媒體被數位浪潮衝擊的到底是數位工具，還是內容本身？傳統紙本
媒體的數位轉型模式是「數位」和「紙本」的決戰之地，還是有「並立」的
可能？根據臺灣傳統媒體組織《天下雜誌》以及《聯合報》公佈的數位轉型
報告內容，其採用的是「中央廚房」、「平網整合」的數位轉型，明顯呈現的
是數位先行的價值，然而，傳統媒體組織《今周刊》於 2017年開始數位轉型，
堅持「紙本先行」的「編輯部」與「數位部」獨立運作之「雙廚房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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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媒體數位轉型的個案中，《今周刊》不同於主流的數位轉型模式，提
供的研究價值不在於「雙廚房制」的數位轉型是否能比「中央廚房制」成功，
而是呈現傳統媒體組織主流數位轉型模式的另一面向，豐富傳統媒體組織數
位轉型的研究。
因�，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 臺灣傳統媒體組織在複製歐美「平網整合」、「中央廚房制」的主
流數位轉型模式之外，能否發展其他的轉型策略？

二、 在傳統媒體數位轉型過程中，新聞工作者如何因應組織的調整，以
及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三、 傳統媒體組織「主流」與「非主流」數位轉型模式之差異為何？

貳、	文獻探討

數位科技的進展對於社會文化之影響愈來愈顯著，Setia et al.（2013）在
觀察數位科技的應用後提出，數位轉型過程在提高組織生產效能以及創新能
力的同時，也對傳統組織文化和管理方式，產生重大的考驗。Dąbrowska et 
al.（2022）認為數位轉型是一個無止盡持續的過程，產業組織也會因不同的
個人、組織和政府的管理影響而有各自不同的數位轉型模式。

一、	數位轉型分析架構模型

Dąbrowska et al.（2022）提出過去數位轉型研究主要討論組織如何利
用數位科技優化組織的運作過程，但數位科技發展的影響早已擴及至組織
內外的個人、組織商業模式、平臺，甚至整個產業（Autio et al., 2018; Vial, 
2019）。即使如此，在管理學領域的多數研究依舊聚焦在組織層次的數位轉
型討論，強調組織化的改變忽略了其他層次的討論（Hanelt et al., 2021; Hess 
et al., 2016; Nadkarni & Prügl, 2021）。因此，Dąbrowska et al.（同上引）透
過 PIAI模式： Perception（感知）、Interpretation（詮譯）、Action（行動）、
Impact（影響），建立數位轉型的多層次分析架構，分別為：個人層次數位
轉型（the individual-level digital transformation）；組織層次數位轉型（the 
organisational-level digital transformation）；生態層次數位轉型（the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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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level digital transformation），以及地理政治數位轉型（the geopoliti-
cal-level digital transformation）。Dąbrowska et al.（同上引）指出，此模式的
應用大多用於人類心理學的研究，然而數位轉型的組織、生態以及在當地國
家的發展，和人的作為有高度相關，傳統媒體組織的數位轉型過程更是如此。
因此，Dąbrowska et al.模式的多樣性，亦可應用至媒體組織數位轉型的研究。
本研究以國內傳統媒體組織《今周刊》為主要個案，由於研究不涉及

Dąbrowska et al.模式中地理政治的主題，因此依研究需要將分析結構調整為：
（1）生態層次的數位轉型；（2）組織層次的數位轉型；（3）個人層次的數
位轉型，以多元的角度擴展過去傳統媒體數位轉型研究偏重組織內部探討，
研究傳統媒體的數位轉型過程。

二、	轉位轉型之鉅觀分析──生態層次的數位轉型

Dąbrowska et al.（2022）提出的生態層次數位轉型，以鉅觀角度討論環
境對於組織數位轉型的影響，以及組織與大環境的關係轉變，例如：組織如
何在數位轉型過程中，重新了解自身的定位在數位轉型生態中生存或者離開；
在數位轉型的生態研究中，多樣化的生態關係也並非均會帶來直接或立即利
益，轉型的組織要在生態中，形成更強的連結，才會有所回饋 （Nambisan, 
2017）。Dąbrowska et al.（同上引）以「單一指揮中心」（orchestor-centric）
至「複合共同合作」（system-community）角度，分析生態層次的數位轉型。
「單一指揮中心」的數位轉型生態特質是有一明顯的組織指揮中心，組織朝
指揮中心的目標發展前進，此一特質亦顯示傳統媒體組織數位轉型的發展過
程，例如《紐約時報》新聞室的組織再造，將網路、報紙等原屬不同編輯平
臺集合在同一編輯臺，以「中央新聞室」或是「中央廚房式」的方式集中決
定內容方向核心，此傳統媒體「中央廚房式」的數位轉型，亦成為臺灣傳統
媒體數位轉型生態中的主流模式。

2018年，《天下雜誌》公佈〈天下雜誌數位轉型報告〉，提出「中央廚
房制」（如圖 1）的數位轉型模式（天下雜誌，2018年 11月），此數位轉型
模式的重要特徵和《紐約時報》於 2014年的轉型相似，亦是把原來各自獨
立的編輯部門，如報導、攝影、影音等內容聚集在同一內容平臺，無論是紙
本或是網路編輯部門，都能各取所需，以「中央廚房，一源多用」方式，整
合資源成為《天下雜誌》整合編輯部的首要方式。以圖 1為例，在「中央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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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模式中，原來傳統媒體組織以報紙、影音、網站等方式區分內容編輯責
任歸屬的界線已消失，用同一個團隊，以「中央內容廚房」（內容總編輯、
內容主編、內容編輯⋯⋯）製作、包裝、發佈各通路內容。其中，「平網整合」
被視為是數位轉型之「中央廚房」的重要特徵，也是傳統舊組織要在新生態
之間調整過程中的重要挑戰，例如：工作資源的分配問題，以及傳統媒體工
作者工作型態的調整。

圖 1：中央廚房架構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2018 年 11 月）。

不論是歐美或是臺灣傳統媒體組織的數位轉型市場生態，由於數位科技
快速發展趨勢，早已出現壟斷生態，例如： Facebook 和 Google已掌握全球
60%以上的數位廣告收入，在「臺北雜誌工會」2022年 9月發佈《數位平臺
對出版業新聞媒體之影響》報告中提出：

⋯⋯大型數位平臺一方面瓜分廣告市場，另一方面也同時影響

流量扮演數位廣告收入的通路⋯⋯目前國內的廣告市場中，數位廣

告量的確已經超越、或至少是與傳統媒體廣告分庭抗禮的狀況（劉

昌德等人，2023，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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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舊之最佳發球位置──組織層次的數位轉型

Dąbrowska et al.（2022）在組織層次的數位轉型中提出，數位轉型不是
一個單一的過程；組織必須儘可能以舊組織的核心產品，重組新價值鏈以及
處理組織內的關係來提高效率（Chesbrough et al., 2021）。此外，數位轉型也
被視為組織改變其能力、架構、流程以及商業模式的機會，其所引起的轉變
可能破壞或取代組織甚至整個產業的核心能力（Cennamo et al., 2020; Lan-
zolla et al., 2020; O’Reilly & Tushman, 2016），數位轉型也可能是組織壓力
的源頭，威脅組織的生存（Bradley & O’Toole, 2016; Vial, 2019）。

（一）數位轉型之「舊組織」與「新力量」

當傳統組織長久以來形成的組織架構和文化，一時無法與數位科技的
發展與時俱進時，則會在數位轉型過程中產生困難與衝擊（Valero-Pastor & 
González-Alba, 2018）。此時，必須做組織的調整，回應數位轉型的需求。
Berghaus & Back（2017）認為組織必須有開放的心態去建立組織的價值認
同，例如：開放接受新想法，並且願意去擁抱改變。然而，Berghaus & Back
（同上引）同時也提出，數位轉型並沒有一個統一標準化的方法去符合所有
的組織，組織必須要決定最適合自己的數位轉型模式。因此，企業組織在數
位轉型過程中，會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整合性行動面對數位化環境；以組織的
技術和資源，藉由數位科技找到最佳的商業模式，進行組織數位轉型的變革
（Björkdahl, 2020）。

組織在數位轉型過程中必須考量的是，新組織結構如何保有舊組織優
勢，磨合出具競爭力的商業模式，例如：從舊資產中創造新價值鏈，以開發
新數位科技進入還未有連結的市場（Lanzolla et al., 2020）；或者藉由科技
滲透新市場透過跨組織部門合作降低成本，優化產品和生產過程（Cennamo 
et al., 2020; Dąbrowska et al., 2022; Lanzolla et al., 同上引 ; Vial, 2019）。組織
須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過程中找到平衡舊組織和新組織結構、商業模式和新
生態之間的關係，創造新利潤追上數位轉型的趨勢（Berghaus & Back, 2017; 
Dąbrowska et al., 同上引 ; Maijanen & Virta, 2017; Mocker & Fonstad, 2017）。
一個成功的數位轉型，組織必須要在合作過程中發展一個互相支持的組

織文化（Haffke et al., 2017, January），由於數位科技、數位創意和數位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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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改變了商業過程、產品、服務和關係的連結，因此組織在找到數位轉
型的角色定位後，須面對的考驗是改變商業模式、工作者的心態，以及調整
組織架構以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Hartl & Hess, 2017; Porter & Heppel-
mann, 2014）。

（二）媒體組織數位轉型之「資源聚合」

由於傳統媒體組織意識到數位科技引起的轉型需求，在了解市場生態以
及媒體未來發展趨勢後，開始組織工作流程，發展數位轉型的策略和操作模
式，最常見的是組織以「聚合」為核心，發展操作模式和工作流程。「聚合」
（convergence）被認為是一個動態持續進行的過程，出現在媒體產業之科技、
內容與觀眾等不同的面向，呈現的是一個沒有終點的狀態（林照真，2014；
Jenkins, 2001; Kolodzy, 2006）；由於聚合並非是科技發展的最終結果，因此
在數位轉型過程中，媒體組織的聚合不會相同（林照真，2017；Jenkins, 同
上引；Jones, 2009）。  

媒體組織會在數位轉型過程中，因應聚合使用整合的工作流程模式（in-
tegrated workflow model）（Appelgren, 2007），因此，傳統媒體組織在編輯部
門建立「中央式的新聞室」（central news desk），來供應所有通路所需的內容
（林照真，2014）。「中央式新聞室」也被視為是「整合式的新聞室」（inte-
grated newsroom）工作平臺，媒體組織將各種形式的數位資料存放在一個「共
同的地方」以供所有不同平臺使用，記者可以自由地在不同形式的資料間取
得所需資訊。Hong et al.（2005）認為聚合指的是在新聞室裡編輯人員合作
產出多元化的產品，在不同的平臺，以內容和閱聽眾二十四小時的互動，媒
體產品的消費者，從被動的讀者、聽眾、觀眾，轉換成主動的閱聽人，和媒
體內容互動（Sutu, 2011）。傳統媒體組織在過程中，由於必須服務不同性質
媒體的新聞室，打破了傳統的清楚界線，在組織聚合後，共享資源（Gordon, 
2003），例如：《紐約時報》的數位轉型，首先做的就是新聞室的組織再造，
將原來在不同大樓且互不信任的紙本與數位工作人員，移至同一棟大樓裡學
習合作，放在「同一艘船上」，透過工作間的互相溝通與合作，讓傳統組織
間的「界線模糊」後，開始網路和報紙等各版編輯同編輯臺作業的聚合（林
照真，2017；Fagerjord & Storsul, 2007; Papachariss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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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鍵還是在於「人」──個人層次的數位轉型

組織在數位轉型過程中，時常忽略對於人性的理解，因此若以個人層次
考量數位轉型的成敗時，重要關鍵在於組織是否能適才適所對人力做最有效
的運用，以及員工和管理者能否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中，在技能和態度上有所
改變（Baptista et al., 2020; Dąbrowska et al., 2022; Solberg et al.,2020; Wang & 
Siau, 2019）。特別是在數位轉型初期，組織面對的直接挑戰除了調整舊組織
架構外，也包含舊組織員工對於數位技術的不安和焦慮，因為員工會想像數
位工具是他們現有工作的破壞者，這樣的想像放大了他們對於數位化的扺抗
（Cortellazzo et al., 2019; Solberg et al., 同上引）。

在數位轉型過程中，新科技破壞也創造了工作機會，讓工作性質上產生
顯著而不可逆的改變，其中技術之間的鴻溝最有可能會造成舊組織員工和
新世代工作者之間的緊張和衝突，進而導致衝突和組織效益不佳（Kohli & 
Johnson, 2011）。因此，數位轉型過程中，組織如何在數位科技不斷地變革
下和雇員發展正向關係，亦是關注的議題。  

（一）媒體組織數位轉型之「工作技能聚合」

此外，個人層次的數位轉型研究，雇員對於工作環境的不確定性，也是
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例如：雇員對工作可能被取代的擔心和害怕；數位科技
讓員工不安，另一方面，也可能激勵員工更加努力地尋找對他們有益的解決
方式（Cacciotti et al., 2016; Cortellazzo et al., 2019; Verhoef et al., 2021）。
傳統媒體數位轉型對於雇員的影響，反映在媒體工作內容在「聚合」模

式後的轉變。Gordon（2003）在解釋媒體聚合形式時，提出「記者工作技
能聚合」（convergence of journalist skills），例如：背包記者（backpack jour-
nalist）和行動記者（mobile journalist）成為了常態。這類型記者攜帶所有新
聞報導所需要的工具，在新聞室外提供不同媒體型式的報導給媒體組織；處
於數位時代，記者開始認為新聞是一個「團體戰」，數位化的團隊合作並不
是僅指技術，它反映的是數位化所帶來的能力（Duffy & Ang, 2019; Singer, 
2011）。
數位轉型對於個人數位化的影響，還顯現在對記者工作表現的評估上。

在傳統媒體時代，記者只需要負責跑新聞，產出新聞內容。然而，在傳統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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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數位轉型過程中，進一步利用數位科技分析讀者的喜好和閱讀習慣後，
媒體組織開始傾心數位化管理，將員工記者的表現具體化、數字化，以關
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簡稱 KPI）來掌握記者工作績效。
2022年公佈《數位平臺對出版業新聞媒體之影響》中指出，由於數位科技的
影響，傳統媒體組織開始重視流量和轉單率，分析記者的工作效能（劉昌德
等人，2023）。雖然媒體組織不會完全以流量來評估記者文章是否達標，但
它會是編輯部調整編輯方針以及產品內容的參考依據。此外，在傳統報業初
期的數位轉型過程，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記者必須發揮「多工」的功能，
同時負責紙本內容以及網路即時新聞，協助組織創造流量；最明顯的變化是
傳統媒體組織評估績效標準的轉變，例如：記者的能力指標除了獨家能力，
並加上文章被轉發次數以及點閱率等，也發展出社群編輯的工作項目，參與
的編輯人員被評估的能力指標有訂戶成長率、使用者體驗優化、點閱率等（同
上引）。在數位轉型的趨勢影響下，傳統媒體的組織調整以及新聞工作者的
數位化轉型，顯示的意義是，媒體組織的領導者將面對更多無可避免的挑戰
課題。

（二）組織領導者於數位轉型的關鍵角色

由於新科技、產品、服務和組織數位化商業模式的出現，管理者需要了
解數位轉型對於經營的影響，以及如何跟隨數位轉型路徑思考轉型策略和評
估業務情況。數位轉型的領導者應該要準備好調整企業結構，決定數位轉型
的方向原則，以活化業務營運（Yuksel, 2022）。為了要在數位轉型有出色的
表現並成功地完成數位轉型，公司需要強化本身的核心競爭力，因此，數位
轉型的管理高層必須要做有競爭力的數位決策，扮演組織協調者和推動者的
角色（Schneider & Kokshagina, 2021）。這意味著成功的數位商業策略需要具
有強有力的領導和組織文化，領導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和具備技術
發展的能力，確保企業能夠為客戶提供有價值的數位體驗，提供創新的數位
產品或服務，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因此，管理者在數位轉型中的角色極為關鍵，Dahlström et al.（2017, 

February 22）指出數位轉型過程需要領導者對於未來的策略有清楚的方向，
讓組織處於優勢位置，領導者特質在決定數位轉型策略的過程扮演關鍵性
角色。Aycan（2006）定義「威權領導」（authoritarian leadership）的核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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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是控制傾向，組織內的被領導者會展現高度的服從，以獲得獎勵，避免
被懲罰（Chiang, 2012）；威權領導讓組織在多變和競爭的商業環境中決策
快速和有效的管理，因此組織可以從威權領導中獲益（Baum & Wally, 2003; 
Bossidy et al., 2002）。

（三）領導者特質於數位轉型管理的影響

由於傳統媒體組織在數位轉型過程中激烈的競爭和處於高度未知的環
境，因此決策者大多是威權領導，特別是在傳統媒體廣告營收大幅下跌，組
織得自尋出路時，決策者被期待有勇氣和魄力建立清楚的核心策略，在組織
面對衝擊時，才可取得優勢和領導地位（Feldman & Klofsten, 2000; Hamel 
& Prahalad, 1996）。
威權式領導在鄭伯壎（2004）關於華人企業組織與領導風格研究中，被

認為是「家父長式領導」（paternalistic leadership）的三種特質之一。鄭伯壎
發現「家父長式領導」有二種明顯行為特質⸺立威與施恩，威權領導較接
近立威的行為模式，意即領導者有不容挑戰的絕對權威，嚴密監控部屬言行，
部屬要有高度的服從（樊景立、鄭伯壎，2000）。在數位轉型過程中，舊媒
體組織最需要面對的是外部環境改變對內部組織管理造成的衝擊，在內外皆
處高度變動狀態，管理階層的立威和部屬的服從，被視為是穩定組織的管理
方式之一。然而領導者在採取家父長式的威權領導時，也須考量到效能。例
如：威權領導對於高權威取向的部屬具有正向效果，相反地，低權威取向者
有負面效果；當部屬對領導者依賴成度高，面對高權威的領導者，會壓抑個
人的想法，盡力使命必達，使與領導者之間的互動順暢，反之若是對領導者
依賴程度低的部屬，則會想獨立完成工作，並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容易產
生衝突影響工作態度和效能（鄭伯壎，2004）。因此，在媒體數位轉型過程
中，領導者需要考慮威權領導的負面影響，例如：威權領導可能限制員工的
參與度和創造力，降低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和熱情。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認為，在數位科技市場生態變化迅速，傳統媒體還未發展出確定
數位轉型模式之際，《今周刊》以「紙本價值」為中心，不同於主流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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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有必要深究其背後意義，目的不在找出一個「成功」的商業模式，
而是提供一個傳統媒體組織未來發展的另一種可能。因此，本研究以《今周
刊》為主要分析案例，於 2021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2月 15日期間，在咖
啡廳面訪、電訪和社群通訊 Line進行「深度訪談」，以深入了解《今周刊》
自 2017年開始的非主流數位轉型過程。
由於傳統媒體的數位轉型策略形成以及執行和組織管理階層高度相關，

因此，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主要以領導者和管理者為主，共訪談八人，分別為：
《今周刊》數位轉型的決策者、《今周刊》數位轉型決策執行者以及六位《今
周刊》數位轉型參與者，其中包括中高階主管和記者（詳如表 1）。

表 1：深度訪談對象

深度訪談對象類別 工作內容 受訪者代號

數位轉型決策者 負責決定組織策略。 A1

數位轉型決策執行者 執行決策者決定的數位轉型策略。 B1

數位轉型參與者 帶領數位部門完成工作任務。 C1

數位轉型參與者 負責數位內容以及管理的主管。 C2

數位轉型參與者 數位部門的主編記者，負責部門的採訪工作。 C3

數位轉型參與者 在數位轉型過程前期，擔任編輯部的主編記者。 C4

數位轉型參與者 數位部門擔任記者。 C5

數位轉型參與者 數位部門擔任記者。 C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今周刊》的數位轉型過程中，《今周刊》數位轉型的決策者（A1），
主導《今周刊》數位轉型之「平網並進」以及「雙廚房」的策略；《今周刊》
數位轉型策略執行者（B1），在《今周刊》任職近二十年，對《今周刊》數
位轉型的背景和過程有最直接觀察和充份的了解，由於獲得決策者的信任以
及倚賴，因此在組織數位轉型過程中，扮演實現組織決策者（A1）意志的
關鍵角色；六位數位部以及編輯部的主管、主編記者和前資深記者（C1－
C6）分別對《今周刊》數位轉型過程有近距離的觀察。以上八位訪談對象提
供本研究主題重要的第一手分析資料。
《今周刊》自 2017年開始數位轉型，當時被廣告主重視的網站流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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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Alexa排名 1從 2017年 710名，至 2022年進入前 50名之內，2023年 Sim-
ilarWeb公佈上半年的網站流量排名，《今周刊》整體最佳 46名、最差 153名；
商業類最佳排名第 6名、最差 21名，領先對手雜誌（如圖 2）。此外，2023
年的數位營收超越紙本營收，顯示《今周刊》在數位轉型過程中，堅持紙本
也不放棄數位，試圖在媒體市場中找到生存之道。

圖 2：《今周刊》2023年上半年網路流量

資料來源：《今周刊》提供（調查日期：2023 年 1 月至 6 月）。

肆、	資料分析與研究發現

數位轉型的相關研究指出，轉型會導致組織的改變以及產生新商業模式
（Mocker & Fonstad, 2017; Remane et al., 2016），傳統媒體在數位轉型過程
中組織的變化是很好的例證，例如：《紐約時報》、《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等傳統媒體組織，調整傳
統組織結構轉向「訂閱制」；臺灣傳統媒體《天下雜誌》和《聯合報》大規
模進行「平網整合」，反映傳統媒體組織在數位科技浪潮下的大板塊位移。
本研究應用 Dąbrowska et al.（2022）三層次的數位轉型分析，分別以生態、
組織、個人等三面向，探討《今周刊》的數位轉型過程，從鉅觀至微觀的角
度探究傳統媒體組織在主流「平網整合」、「中央廚房」模式外的另一可能。

1 Alexa 透過收集用戶的上網資訊統計網站流量及相關資訊。2021 年 12 月 8 日，亞馬遜宣佈 Alexa 
Internet 公司即將關閉，該服務於 2022 年 5 月 1 日停止。之後臺灣媒體以 SimilarWeb 公佈的數
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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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數位轉型之「絕處逢生」之戰──生態層次的數位轉型

生態層次的數位轉型，主要探討組織在市場生態中的改變以及新服務和
新需求產生時，如何面對挑戰和威脅，找到自身的定位，進行組織層次的
數位轉型 (Dąbrowska et al., 2022; Morze & Strutynska, 2021)。若以十年為生
態觀察期，回溯 2012-2022年，臺灣並未置身數位浪潮之外，傳統媒體組織
掀起一場接著一場絕處逢生的數位之戰。2022年 9月發佈《數位平臺對出
版業新聞媒體之影響》說明以 2011年為基期的調查顯示，十年間（2012至
2021年），報紙和雜誌紙本的發行量分別減少 51.2%和 52.1%，報業營收降
幅 46.6%，雜誌營收 2017年跌至谷底，雖然有止跌回升，至 2021年營收也
僅約 2012年的九成，跌幅不如報業的明顯，原因在於雜誌媒體推出活動、
課程、展覽等其他收入支撐；2012年至 2022年間，紙本媒體平面廣告收入
持續下滑，從六成下滑至不到三成，數位廣告從 2012年不到 1%，至 2021
年上升至占近二成的總營收，雜誌業的數位廣告占比已超越了紙本廣告（劉
昌德等人，2023）。
傳統媒體組織在數位轉型過程中，除了發行量下滑外，需要面對的就是

廣告收益的衰退。根據 Pew Research Centre提供的數據資料顯示，美國傳統
報業廣告收入自 2019年至 2020年，僅一年的時間就下跌 25%；數位廣告在
廣告收益的占比，2011年數位廣告占報紙廣告收益 17%，2020年占比則上
升至 39%，增加了一倍之多（Walker, 2021, July 13）。

廣告收益下滑對於傳統媒體組織造成的衝擊，也成為《今周刊》數位轉
型的始因。2013年《今周刊》的傳統廣告量是在高峰時期，然而在經歷過廣
告黃金時期之後，《今周刊》的傳統廣告收益以每年約一成的速度往下掉。
當時《今周刊》數位部門不論在人力、設備和技術上都是百廢待舉，數位部
只有四人，一個兼職的 IT工程師，一週只來三天。《今周刊》數位轉型執
行者回想當年數位部門重整過程：

我永遠忘不了 710這個數字，這是 2017年，我們數位轉型時
《今周刊》在 Alexa的排名，我剛接數位部門時，看到這樣的編制
都傻了，這樣的團隊是很難打仗的（B1）。

當年，《天下雜誌》和《商業周刊》雜誌已名列 Alexa排名的前一百名
內，《今周刊》在起跑點上已輸了對手一大截。《今周刊》在這場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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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要面對的不僅是「作戰」資源短缺，同樣棘手的是組織內部對轉型的
焦慮以及質疑。Dąbrowska et al.（2022）討論生態層次的數位轉型時指出，
在數位轉型過程中，組織必須要決定自身定位，到底是要和市場建立共存關
係，還是離開市場。《今周刊》當時面臨的兩難是還未在數位生態市場中找
到好的戰略位置，同時組織生態也並未支持《今周刊》的數位轉型策略：

前半年最嚴重，那時什麼都沒有，沒有流量，沒有收入，是個

花錢的單位，什麼都要靠自己⋯⋯。不能去影響編輯部的記者，不

能踩線，因為編輯部門和數位部完全獨立，編輯部的人力新聞調度

由總編輯和採訪主任負責（B1）。

外在環境的變化引起內部組織變革的需求，《今周刊》在傳統組織結構
難以立即回應數位轉型過程的需求之下，難免有組織內部的衝突。負責《今
周刊》數位內容的主管提出看法：

很多時候是市場生態推著我們往前走，《今周刊》的數位轉型

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到現在，所謂的兩個『廚房』，甚至是兩個

『餐廳』出不同的菜，但都掛著相同的招牌（C2）。

《今周刊》數位部主管（C2）坦言，在了解《今周刊》的組織運作之後，
認為畢竟紙本媒體市場並未消失，「編輯部」和「數位部」整合共存反應的
是市場的需求，由於《今周刊》特殊的數位轉型模式，反而在生態市場洗出
另一群目標讀者（TA），《今周刊》數位部主管認為：

選擇不全面數位化，《今周刊》有可能挖掘到一個機會是保留

原有的受眾，同時，也成功吸引了另一群受眾，例如：「小白投資

人」（初級或者沒有經驗的投資人），這些可能是非紙本的受眾，只

要觀察每週的 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搜尋引擎最佳
化）關鍵字，例如「0056」（元大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或「0050」（元大台灣卓越 50證券投資信託基金）「ETF基金」，
這些詞語總是出現在今周刊的熱門搜尋中。這個現象背後有確切的

數據支撐（C2）。

兩個廚房的不同菜色讓《今周刊》在逆勢中掌握住另一群在過去完全經
營紙本的過程裡，隱身在讀者群中閱讀習慣面貌不清晰的受眾，《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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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部主管（C2）分析：

當然，紙本和數位的受眾間會有一部份重疊，但根據數據分

析，數位和紙本的受眾很大程度上是截然的不同，也因此，編輯部

和數位部逐漸自然脫鉤（C2）。

因此，《今周刊》發展出現階段「雙廚房制」的數位轉型模式。

二、	追隨「主流」抑或堅守「傳統」──組織層次的數位轉型

Dąbrowska et al.（2022）的組織層次數位轉型分析，主要分析組織如何
處理內部關係、改變組織策略和創造新價值。《紐約時報》打破百年來行之
已久的工作模式，以「新聞室聚合」發展出的「中央式新聞室」；臺灣的傳
統媒體組織《天下雜誌》和《聯合報》於 2018年和 2021年，先後提出「數
位轉型」報告，解釋其以「中央廚房制」方式，做為有效分配內部資源的重
要策略。《天下雜誌》在 2019年公佈「數位轉型報告」，說明數位轉型的過
程和挑戰：

⋯⋯最難的，就是編輯部的整合：如何把不同平臺的內容，整

合在同一個編輯臺上，卻還能迎合個別通路的特殊喜好。《天下》

走的第一步是『中央廚房』，一源多用（天下雜誌，2018年 11月）。

《天下雜誌》以「中央廚房」因應舊組織在新流程中的新需求，《聯合
報》在「組織改造 2.0」中，也提出以「中央廚房制」做為編採整合的單位，
將聯合報編輯部以及聯合晚報編輯部合併為「聯合報新聞部」（林秀姿、蔡
佩蓉，2021），編輯部門間的界線合而為一，這是《聯合報》採行「中央廚
房制」策略的第一步。

（一）��石頭�河──組織轉型的矛�

傳統組織架構和文化無法跟上數位科技發展時，會在數位轉型過程中產
生困難與衝擊（Valero-Pastor & González-Alba, 2018）。《今周刊》自 2017
年逐漸起步的數位轉型，不論是數位轉型的決策者或是傳統編輯部門的員
工，都有明顯的不安與困惑，數位轉型執行者表示：「數位的轉型太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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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很像是『摸著石頭過河』⋯⋯」（B1）；內部員工曾被要求在 A4紙寫下
對於數位轉型的意見和看法：

⋯⋯內容好壞固然永遠優先，但我很擔心屆時我們僅徒具內

容，找不到這個世界已經習慣的途徑，讓自己被看見⋯⋯（C1）。

《今周刊》組織內外的衝擊說明了傳統媒體組織必須要在紙本獲利直線
下滑情況下，做出是否要數位轉型的關鍵決定。《今周刊》數位轉型的決策
者對於「紙本先行」策略的看法，顯示了傳統媒體在數位轉型過程中的矛盾：

我們不要先 E（數位）後 P（紙本），要維持影響力，最重要
的就是先 P後 E，當訂戶看到全新的報導，訂戶就不會流失⋯⋯，
我舉一個例子，我有一個朋友好幾年前在 7-11買《蘋果日報》，後
面有人拍他的肩膀說：「先生，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你為什麼

要買舊聞？這裡的每一個字都是在網路上登過的。』⋯⋯」（A1）。

《今周刊》數位轉型的決策者（A1）認為，《今周刊》以「紙本先行」
的「雙廚房制」，保有傳統紙本訂戶減低風險進行數位轉型。其中顯現的重
要意義之一是傳統媒體組織不放棄舊組織的核心價值，也由於數位化的浪潮
太猛烈，傳統媒體組織不得不稍向數位市場靠攏，發展在數位市場的生存法
則：

目前媒體的獲利主要有三塊：平面廣告、數位廣告和活動，人

家要給你數位廣告，是看到你有平面（廣告）；為什麼做你的平面

廣告，是因為你有數位（廣告）；為什麼會給你活動，是因為你有

數位和平面，這三隻腳是不可分的（A1）。

《今周刊》的數位轉型過程，以「雙廚房」方式，發展出編輯部門和數
位部門各自獨立的模式，平衡舊組織和新結構的關係。《今周刊》數位執行
者（B1）坦言，在《今周刊》策略決策者堅持「紙本優先」和「平網並進」
情況下，數位部門的需求在工作排序上自然被擺在後面，數位轉型過程的權
責分工問題開始出現，隨之而來的是組織內部的衝突。前《今周刊》編輯部
資深記者形容：

當時大部分人的態度大概是「最好不要叫我去做」，因為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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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也知道不太可能把這件事情（數位轉型）拉到六樓（編輯部）

來做（C3）。

Yeow et al.（2018）提出組織在轉向數位商業策略發展時，若在策略和
資源上沒有規劃完善而失準時，會造成組織內部的緊張。在進行數位轉型時，
組織內部的人與人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衝突，成為《今周刊》數位轉型過
程中的挑戰：

剛開始時，的確都會為了資源的問題爭論，例如：一個題目有

二組記者去採訪，若數位部被要求說，先以編輯部為主，同事會覺

得有些挫折和沮喪（B1）。

「雙廚房制」和「中央廚房制」同樣要面對資源分配問題。「中央廚房
制」為了組織人力資源有效利用，以單一廚房統一分配；「雙廚房制」則須
解決兩個獨立廚房的資源重覆問題，組織資源的分配是傳統媒體在進行數位
轉型過程中，主要的挑戰之一。在《今周刊》策略決定者（A1）堅持「先 P
後 E」和「平網並進」的數型策略模式下，來自編輯部和數位部人力配置的
衝突顯而易見。然而，《今周刊》數位轉型參與者（C2）認為，也就在「編
輯部」和「數位部」分別運作的情況下，內容已有逐漸脫鉤的情況，其分析
目前《今周刊》「雙廚房制」是以 Google數位表單和 Line社交通訊軟體建
立平時的新聞分配和溝通，例如：除了例行會議外，在 Line上建立跨部門
的作戰小組，由數位轉型策略決定者（A1）丟出「任務」，再由編輯部和數
位部主管分派工作，目前約 70%以上的工作任務是由數位部門負責。《今周
刊》數位轉型的參與者觀察表示：

由於《今周刊》組織編制人員的流動和調整，目前編輯部門

和數位部門的工作模式，我覺得從競爭大於合作到合作大於競爭

（C5）。

經過數位轉型初期組織部門間的磨合，再加上編輯部門編制內記者變
少，無形中也減少可能會發生的資源分配衝突。另一重要的改變是，處於變
動的生態市場中，《今周刊》也得順勢：

像是台積電落腳銅鑼的新聞，當時是《今周刊》的數位記者和

《工商時報》拿到獨家，星期一拿到的新聞，當然第二天《工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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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就要發，《今周刊》不可能壓下新聞，等星期三雜誌印出來再

在網路發佈新聞，所以還是在星期二發佈新聞，很多時候是市場逼

著我們也要調整策略（C2）。

此一現象顯示的是數位轉型過程中，策略必須有彈性調整的可能。不論
是「中央廚房制」或者「雙廚房制」在制定組織策略和資源分配時，特別是
在目前媒體數位轉型生態市場依舊未穩定的情況下，首先就是面對生態市場
的變化，在適應市場生態後，再做轉型再生。

（二）傳統組織之數位轉型的「妥協」與「再生」

2017年《今周刊》數位部門開始發展獨立製作內容的工作模式，編輯部
的新聞戰同樣在數位部上演：

我和記者說，出手要快狠準，要做到極致。就像是李嘉誠退休，

當天我就出了四、五則新聞分析，週末再出個他兒子李澤鉅的新

聞，這篇流量第一（B1）。

此外，《今周刊》以數位「深度分析」內容取得流量優勢，彌補「雙廚
房制」可能造成資源重覆分配的方式。

目前數位部門有六位記者主編，或許會讓人覺得奢侈，覺得既

然編輯部在寫專題和跑新聞，那麼數位部為什麼要養那麼多的記

者？數位部記者主要的工作應是深度的數位專題？其中的問題點

是，完成一個專題至少要一至二個月，數位的流量要如何維持？目

前我們的策略是，要求記者要寫分析稿，有深度的報導，即時新聞

很難有「長尾效應」，很多熱度流量是一天，甚至只有半天而已。

只有分析稿才是「有量的王道」（B1）。 

從 IT部門、數位部主編記者開始，《今周刊》逐漸組織各類數位專業
人員來負責數位內容、廣告、行銷等業務工作，《今周刊》以「編輯部廚房」
和「數位部廚房」各自獨立的組織架構，逐漸成形。《今周刊》數位轉型執
行者認為，數位部門獨立產製內容，可以解決部分若採行中央廚房制之「平
網並進」的改革衝突問題；同時可符合數位時代讀者對於內容的「速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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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因此，在數位部門設立文稿編輯、網站編輯、採訪編輯、Podcast、影音
小組、影音記者、網站行銷企畫、IT⋯⋯等編制，成立《今周刊》生產內容
的「第二廚房」──「數位廚房」，數位部門的員工數有 37人，是總員工數
的二成，投入總成本近億。

（三）「雙廚房制」之新商業模式：「舊組織」與「新科技」牽手

《今周刊》「雙廚房」數位轉型組織形成後，在保有舊組織優勢的同時，
也結合科技優化產品，符合市場需求。此時，因應數位廣告需求發展出的影
音產品成為《今周刊》進入數位轉型的敲門磚，在產品創造高點閱率之後，
引起廣告主的注意，發揮了行銷作用：

我以讀者的角度去看影音的製作，最重要的是關鍵前十秒，如

果前十秒的內容不能讓讀者感興趣，那他們就會離開。這算是無心

插柳，影音在市場上大獲好評，也因為有好的影音，今周刊的數位

廣告機會被打開了。很多業者都會指名要綁數位廣告（B1）。

《今周刊》以「紙本優先」和「平網並進」的策略，發展出「雙廚房制」
數位轉型的組織架構，讓平面和數位內容在數位轉型過程中，不是兩條平行
線，而是分別獨立的部門，各自努力後仍須合作創造數位「新內容」：

我要求今周刊所有紙本的文章都要在 E（網路）呈現，紙本和
網路的讀者是有區隔的，放上網路的文章若經由適當的「再製」，

對他（網路讀者）來說還是「新」的內容。但《今周刊》真正的影

響力還是會在紙本（A1）。

《今周刊》的數位轉型傳遞出重要的訊息，是傳統媒體在數位轉型過程
中，傳統經驗和新科技經驗之間的轉換，「舊」技術在新科技市場，依舊有
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今周刊》數位轉型執行者形容：

以前還未數位轉型前的網站就像是空有一間百貨公司，裡面什

麼都沒有；數位轉型過程中改版的今周網站就像是一間什麼都有的

百貨公司，讀者進來可以買到他們想要的產品（B1）。

《今周刊》在 2017年以「百貨公司」的概念取代過去將紙本內容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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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入網站的數位內容服務方式。過去傳統媒體組織所謂的「數位化」，就是
把原有紙本的內容，全部「放進」網站裡，在內容和紙本全然相同的情況下，
讀者到了網站，就像到了一家空無一物的百貨公司索然無味；在開始數位轉
型後，《今周刊》有完全不同的「百貨公司」，在「百貨公司」裡，主要含有
五大部份內容：一是即時新聞；二是原創採訪；三是書摘內容；四是和部落
客合作；五是每期雜誌的內容。由於《今周刊》強調訂戶須看到全新的內容，
因此，每期僅開放五篇文章放上網路，此外，也有推出影音內容，以及開發
其他數位產品，例如：Podcast以及推出以「訂閱制」為主的「存股助理」（投
資理財電子報），過去主要資源集中在紙本產品（雜誌）生產的經營模式，
數位轉型之後有了更多實驗新產品的機會，讓讀者進入「百貨公司」後，可
以有更豐富的消費體驗。

2021年，《今周刊》業務營收的比例，平面和數位幾乎各占五成，至
2023年數位營收已超過紙本營收。此外，《今周刊》利用內容和產品做「擴
散」計劃（如圖 3），例如：外媒導流的行銷擴散，提供內容給外媒（如 Ya-
hoo、UDN、Line Today、中時），利用其平臺的力量，導流量並同時有行銷
效益；再來就是社群的擴散，利用臉書、Line和 IG的社群影響力導流讓流
量成長。《今周刊》的數位轉型不只是完全移植紙本內容到網路上，而是以
內容為核心，做產品形式的創新和延伸。
如同所有進行數位轉型的傳統媒體組織，《今周刊》也投入大量人力和

資源，經過近八年的時間，《今周刊》的網站流量排名，從 2017年 Alexa排
名的 710名，進步至 2023年 SimilerWeb排名第 81名（見表 2），為同類型
財經網站的第一名。

表 2：傳統媒體組織流量以及社群追縱人數
今周刊 商業周刊 天下 遠見

�站�量�� 81 149 197 291

臉書粉絲人數 114 � 130 � 150 � 140 �

Line �友� 22.4 � 16.7 � 26.2 � 21.7 �

YouTube 訂�� 7.9 � 7.1 � 42.3 � 10.4 �

Instagram �蹤人� 38.3 � 5.3 � 24.3 � 18.2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今周刊》、《商業周刊》、《天下》、《遠見》各自的
臉書、粉絲、Line、YouTube、Instagram的資料，網站流量排名整理自《今周刊》
提供的資料（截止日期：2023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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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今周刊數位轉型策略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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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表 2中的表現，《今周刊》數位轉型的參與者認為：

《今周刊》的數位轉型過程，可以在短時間內流量排名急速上

升，內容的再製和 SEO扮演極關鍵的角色。來《今周刊》工作前，
我曾和其他組織邀稿，但卻被對方拒絕，原因是他們給《今周刊》

文章和標題都會被改寫，流量和效果大不同，《今周刊》的編輯被

稱為「戰狼」部隊，成功的產出極具市場吸引力的內容標題（C2）。

經過近八年的數位轉型過程，在市場生態的轉變下，《今周刊》的數位
轉型也面臨調整的過程，《今周刊》數位轉型策略執行者認為：

特別是在草創時期，難免會因為流量發一些和我們屬性不合的

新聞，不過，那是一個過渡時期，現在流量衝上來，墊腳石已經

墊高了，需要再多花心思在品質的部份⋯⋯拼流量和拼品質是不一

樣⋯⋯目前最重要的是數位部要質化，要做得更好，還有品牌力，

品牌力就不一定只是數位的問題（B1）。

三、	華人組織之「家父長式領導」──個人層次的數位轉型

個人層次的數位轉型強調，數位轉型的成功與否，和員工以及管理者是
否能在技術和態度有所調整高度相關，組織也常忽略了個人在數位轉型過程
中的不安和焦慮，導致組織的衝突（Cortellazzo et al., 2019; Dąbrowska et al., 
2022; Solberg et al., 2020）。《今周刊》數位轉型決策者的強勢領導，在數位
轉型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顯示出華人組織中「家長式領導」對於組織工作
文化和員工態度的影響。

（一）華人組織之保守的強勢領導

華人組織中的「家父長式領導」，領導者有強大的權威，以父權式的作
風進行管理（林姿葶等人，2014）；此外，鄭伯壎在「家父長式領導」三
元模式的研究中指出，「家父長式領導」包含三種特質：威權（authoritari-
anism）、仁慈（benevolence）以及德性（moral character）（鄭伯壎等人，
2000）。在不同企業組織和領導情境，這三領導特質會有不同程度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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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領導」的核心特質有明顯的控制傾向（Aycan, 2006）。
在《今周刊》數位轉型過程中，數位轉型決策者的領導風格明顯屬於家

父長式威權領導。組織內部員工觀察《今周刊》數位轉型決策過程時，認為
決策領導者的意志決定了一切：

在今周刊比較是強人領導型，就是他決定要這樣，以前我還沒

來的時候，聽過以前在這邊工作的記者跟我說，數位記者不能出去

採訪，想說：「怎麼可能記者不出去採訪？」可見老闆當時的思維

（紙本優先）⋯⋯（C1）。

《今周刊》內部員工所說的強人領導，展現華人企業領導人的威權與意
志：

在今周刊，我說東就東，說西就西，我有決策權，能夠掌握動

向⋯⋯當大家都覺得平面媒體沒有希望的時候，今周刊要做全臺灣

最後一本屹立不搖的平面媒體加上數位媒體，重點是平面一定要活

著，這是我的基本理念⋯⋯我們的讀者花了 99塊買了我們的雜誌，
應該要看到第一手的新聞⋯⋯（A1）。

於深度訪談過程中，自數位轉型執行者至參與者均強調數位轉型決策者
以強烈、堅定甚至不容質疑的態度，主導《今周刊》的數位轉型；員工在過
程中也必須壓抑個人想法以及使命必達，徹底執行決策者意志，顯示「家父
長式領導」的立威與服從。此外，《今周刊》策略決定者堅信紙本在媒體產
業價值，堅持「紙本優先」、「平網並進」，顯示二層意義，其一是數位轉型
決策者對於紙媒的信仰，認為即使市場已顯示數位轉型的需求，但仍須守住
紙媒在未來的一片天；其二是平網並進之「傳統編輯部」和「數位編輯部」
的兩條船，顯示的是華人企業組織領導人的保守作為，保有「傳統編輯部」
是數位轉型失利的退路，踏入創新市場的破壞式創新精神，並未顯示在決策
者的領導特質裡。

（二）數位轉型之「人心」與「人力」的聚合

在 Dąbrowska et al.（2022）所提出個人層次的數位轉型，包括領導者和
組織工作者在技能和態度上要有所改變。在《聯合報數位轉型報告》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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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內容長的《聯合報》總編輯游美月說：「我給自己最大的任務是內容長
要去革總編輯的命」（林秀姿、蔡佩蓉，2021，頁 26）。游美月口中所說的「革
命」，點出了傳統媒體組織在數位轉型過程中，要面對最難的部分是「人」
的轉型。在《聯合報》的內部會議裡，員工提出質疑：「一套人馬，又要做
紙本，又要做數位，數位轉型代表的只是工作量增加」（同上引，頁 28）；《天
下雜誌》也面臨同樣數位轉型中個人轉型過程的質疑。《天下雜誌》數位內
容營運部經理沈琬婷回憶：

⋯⋯當時的組織內，有人在意紙本銷售；有人注意流量，就好

像是多頭馬車，每個人要去的地方都不一樣。目標不同，人心不能

在一起⋯⋯（天下雜誌，2018年 11月）。

傳統媒體組織在轉型過程中，明顯的現象就是Gordon（2003）提出「記
者工作技能聚合」。《今周刊》數位部門主編記者的工作型態，說明「雙廚
房制」在組織資源分工上的改變：

目前數位部的記者必須多工不是跑完就好！我過去在其他媒體

工作時，因為要去搶流量，必須把時間壓縮得很緊，從事情發生，

採訪結束，到把稿子產出來，記者一個小時內一定要完成⋯⋯其他

報社的記者也陸續開始多工，原本只是要交日報稿件，後來變成要

發數位，連中央通訊社的文字記者都要拍影音（C2）。

對於數位記者而言，更殘酷的多工任務之一是經營流量，《今周刊》的
數位部員工說明：

我們每個人的電腦一定隨時掛著 GA（Google Analytics，
Google分析 )，隨時監測流量的數據，比方說一篇文章出去它可能
就有幾千人看，就知道這篇會爆。每個記者、小編，都已經很習

慣這樣做，過去記者不會這樣隨時把流量掛在自己電腦頁面⋯⋯

（C1）。

前《今周刊》資深記者對於記者數位層次的轉型，也感受深刻：

我現在同時是編輯、記者和小編，工作大概各三成。記者要勇

於回答：「我的東西有沒有人看？」這個問題。這很殘酷。它（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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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面鏡子。這件事情讓我初期撞牆、難過，各種情緒都有⋯⋯

（C3）。

在數位轉型過程中，第一線媒體工作者雖然少有機會參與決策，但由於
在第一線跑新聞，對於生態市場以及工作模式的轉換有最直接的體會。關於
《今周刊》「雙廚房制」的數位轉型模式，《今周刊》數位轉型參與者形容工
作狀態時說明：

數位和紙本內容，雖然都是新聞，但兩者的差距太大了⋯⋯要

用完全不同邏輯和工作方式來處理（C5）。

此參與者形容曾經和編輯部門合作新聞的經驗，第一次看到自己稿子在
紙本刊出前被大幅修改的難過心情，「當時很難過，覺得自己怎麼會這樣帶
給人麻煩⋯⋯」（C5）。但在快速調整之後，就很能理解紙本和數位不同的敘
事方式，下一次的合作就順利很多。《今周刊》數位記者的經驗，反映出數
位記者在多工條件要求下，必須快速調整的特質，然而，也因為《今周刊》
「雙廚房制」的模式，顯示出傳統媒體組織分工清楚的運作，例如：文字記
者寫稿、攝影記者拍照以及影音製作的分工，《今周刊》數位記者表示：

的確，《今周刊》記者的工作權責相對清楚，像是記者就負責

跑新聞，我以前工作的組織，記者還要負責拍照和寫腳本，對我而

言，這己經超過專業了。《今周刊》大部分的題目專題，都會有攝

影配合，這是傳統媒體組織的工作模式（C5）。

「中央廚房制」或者「雙廚房」的數位轉型，組織均會經過「馬車整隊」
時期，對於第一線工作者而言，即使未能參與決策過程，但對於組織數位轉
型策略還是有很深的期待。《今周刊》第一線記者坦言：「目前《今周刊》
的數位轉型策略可以更清楚」（C6）。《今周刊》第一線新聞記者認為，在數
位轉型過程中，數位部門在組織內的角色和位置需要更清楚界定，若只是被
視為「工具」，而沒有發揮真正的價值，那就會離「創意」和「轉型」愈來
愈遠。
不論是生態層次、組織層次或者個人層次的數位轉型，傳統媒體組織需

要找出適合在市場生存的數位轉型模式。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實驗室（Nieman 
Journalism Lab）總監班頓（Joshua Benton）提出「紙本媒體數位轉型四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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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碑」，分別為：（1）數位營收大於紙本營收；（2）來自讀者營收大於來
自廣告營收；（3）數位營收的成長大於紙本營收的衰退；（4）數位定位大
於紙本訂戶（轉引自黃哲斌，2023年 3月 27日）。《今周刊》的數位轉型決
策執行者（B1）指出，目前《今周刊》的數位轉型數位營收已超過紙本營收，
數位營收的成長大於紙本營收的衰退，來自讀者的營收仍小於廣告營收，由
於《今周刊》並未推行數位訂閱，因此，沒有來自數位訂戶的營收。以此比
較傳統紙本媒體之「雙廚房制」和「中央廚房制」的數位轉型過程，其彰顯
的意義在於《今周刊》以傳統編輯廚房的平行組織結構（如表 3），因為數位
廚房的發展，彌補紙本營收衰退的缺口，創造出可以堅守「紙本價值」理念
的空間，開啟了「數位」和「紙本」並行之數位轉型模式的可能性。

表 3：雙廚房制面臨的挑戰與因應
雙廚房制的

數位轉型 面臨問題 解決方式

生態層次

傳統媒體組織的發行量
下滑

2017 年開始建置數位部門解決發行量和廣告量下滑的問題；
數位部以內容再製和 SOE 方式，大幅提高網站排名，爭取
廣告利基。

廣告量衰退 由於編輯部和數位部雙廚房的平行運作，保有傳統訂戶並減
低轉型過程風險。

組織層次

紙本營收獲利下滑 聚焦三種獲利模式：平面廣告、數位廣告和活動，解決紙本
營收獲利逐年下滑問題。

新聞資源與人力的分配
編輯部和數位部各自獨立處理新聞需求，適時進行合作；並
以 Google 表單和 Line 社交通訊軟體建立新聞分配和溝通，
兩部門的之間運作，從競爭大於合作進展至合作大於競爭。

內容的轉型
以「百貨公司」的概念，提供比傳統紙媒時期更多元的產品，
例如：影音、電子報、建立熟齡和 ESG 網站、活動和雜誌
內容。

個人層次

內部組織員工對數位轉
型發展的焦慮

《今周刊》「家父長制」的強勢領導，明確地決定組織策略，
員工焦慮的重要性「小於」決策者的意志。

數位轉型過程中記者分
工情況不同

雙廚制保有傳統編輯部分工模式，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負責
各自的專業，解決數位轉型過程中，記者被要求多工的焦
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伍、	結論

數位轉型不是要達成的目標，而是達到目標的方法（Neeley & 
Leonardi, 2022,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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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數位科技崛起不斷改變消費者生活模式，產生新需求和新服務方式之
時，傳統媒體組織轉型似乎是一條不歸路，只能向前不能往後。本研究以傳
統媒體組織《今周刊》為例，探討傳統媒體組織在主流的數位轉型模式和發
展非主流數位轉型的可能，以及組織在數位轉型過程中，生態環境、個人與
組織之間的關係。

一、	主流之外仍有一片天？「雙廚房制」之挑戰與機會

本研究發現，《今周刊》和其他進行數位轉型的傳統媒體組織相似之處，
是在進行數位轉型後，走出了原來傳統組織在數位浪潮下的劣勢；兩者的差
異不在於產品的形式，而是對於數位轉型未來發展的想像和因應，例如：目
前歐美及臺灣傳統媒體組織的數位轉型，大多以「數位優先」和「中央廚房」
進行，雖然保有紙本形式發行，但數位轉型的策略和資源大多投注在數位產
品及訂閱，而《今周刊》選擇以「紙本優先」策略，發展出「雙廚房制」的
數位轉型架構──「數位廚房」與「編輯廚房」獨立，各自培養團隊產製內
容，是極少數堅守和強調紙本價值的傳統媒體。
不論《今周刊》的數位轉型策略執行者或是數位部門的員工，都提出《今

周刊》數位轉型過程中，重要的挑戰之一是內部資源分配的衝突，例如在內
容產製過程，由於兩部門各自獨立作業，造成組織資源的重複運用。此一問
題，主要發生在 2017年數位轉型的初期，之後經由磨合溝通，「編輯部門」
和「數位部門」之間逐漸進入合作大於競爭的階段之後，資源可較有效的運
用，《今周刊》以數位表單和 Line通訊軟體和例行會議解決資源溝通問題。
由於《今周刊》之數位轉型決策者堅信要讓《今周刊》訂戶看到全新的內
容，因此，在新聞內容的決定上，還是會以編輯部為主要考量。然而，此做
法會不會影響網站的流量，還未被分析研究，而其清楚呈現的是《今周刊》
數位轉型過程中對於紙媒價值的堅持。有一現象需被注意的是數位轉型執行
者（C2）所提及，在數位轉型過程中，組織策略還是會被市場推著往前而做
調整，例如《今周刊》堅持的「先紙本後數位」的「雙廚房制」運作模式，
當市場對於數位需求大於紙本時，還是會有「先數位後紙本」的運作模式出
現，市場決定了組織策略。
此外，Chyi（2013）指出一味把媒體營收下滑，歸咎於載具本身而放棄

紙本，是錯誤的路徑，找出讀者真正的需求，以「更精緻」的內容，留住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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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讀者，才是根本之道。換言之，《今周刊》的「平網並進」、「雙廚房制」
並非全無機會，若《今周刊》掌握「紙媒優勢」（讀者對內容的信賴感較高）
以深度內容維持讀者訂閱習慣和信任；若未來市場生態轉變，向「紙媒」趨
近，《今周刊》可以更快掌握機會。本研究的另一主要目的之一在於顯示傳
統媒體組織在數位轉型過程中，如何調整組織適應趨勢，並保有傳統組織的
價值，例如：《今周刊》在數位轉型中在流量與品質之間的調整，在轉型初
期，為了適應市場的生態，以流量為首要目標，然而，在近八年站穩流量排
名後，《今周刊》開始調整轉型策略，數位轉型策略執行者（B1）直言，過
去為了流量，的確在品質上有些犧牲，但未來將以追求「質」做數位轉型的
目標。此一現象顯示出重要意義是傳統媒體組織在數位轉型過程中共同要面
對的問題，有流量的產品未必有品質，有品質的產品未必有流量，如何在「流
量」和「品質」之間平衡，是傳統媒體組織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另一啟示是，英國有二百年歷史的老媒體《經濟學人》，在其他傳統媒

體苦思如何度過寒冬時，勇於數位轉型，因此整體營收上揚；以獲利數字看
來，《經濟學人》似乎已找出數位出路，然而，這是否替「紙媒已死」的預言，
再敲一記喪鐘？事實不然。《經濟學人》內部的調查顯示，讀者喜歡看的是
紙本而非網站提供內容，原因在於《經濟學人》紮實的內容，不適合在地鐵
上用手機瀏覽，它需要在家坐下來，翻開紙本仔細閱讀（陳麟，2016）。這
是個有意義的數據，它顛覆了原來認為紙本無用的刻板論述，清楚地指出，
傳統媒體的生存之道，重點不全在於形式而是在於內容。這或許是相信「紙
媒不死」，並未完全的擁抱數位轉型的《今周刊》可以堅持的紙媒之路：成
為一本讓人捨不得在地鐵閱讀，需要帶回家的雜誌「精品」。

二、	誰說了算？「家父長式領導」的「保守改革」

傳統媒體組織數位轉型的關鍵影響之一是領導者角色，Feldman & Klof-
sten（2000）提及當組織處於激烈競爭及高度未知的環境，組織的決策者大
多屬於威權式的領導。根據訪談內容分析，《今周刊》數位轉型決策領導人
明顯屬於威權式「家父長式領導」。以數位轉型決策過程為例，《今周刊》
領導者以「強勢領導」（authoritative leadership）和堅定的意志決定「紙本優
先」、「平網並行」的核心策略，主導《今周刊》的數位轉型，例如《今周刊》
數位轉型領導者在說明數位轉型策略時表示：「在今周刊，我說東就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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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就西，我有決策權，能夠掌握動向」（A1）。數位部門員工提出觀察：「在
今周刊是強人領導型，就是他決定要這樣⋯⋯」（C1）。此外，《今周刊》「家
父長式領導」顯示出組織個人色彩明顯，此種領導風格可能會對於《今周刊》
工作者工作狀態產生顯著的影響，例如：員工過於依賴或者服膺權威，壓抑
個人的想法，領導者和工作者之間看來「表面」溝通順暢，但實則不然；又
或者工作者在勇於表達想法後易與領導者產生衝突。然而，以目前研究結果
來看，無法直接連結傳統媒體組織「家父長制」是否是導致數位轉型成功的
原因，從深度訪談內容顯示，只能證明它確定是《今周刊》「平網並進」、「雙
廚房制」的數位轉型策略的主因，決定資源分配以及轉型的方向。

三、	沒有終局的賽事？ 傳統媒體組織的數位轉型

傳統媒體組織數位轉型像是地球的「黑洞」，也像是一場看不到終局的
賽事，因此，本研究以傳統媒體組織《今周刊》為案例，探討傳統媒體的數
位轉型過程，並非是為了找到一個可以成功到達終點的方法，而是探討傳統
媒體組織轉型過程路徑的可能方式。《聯合報》副總編輯官振萱點出了傳統
媒體數位轉型的關鍵：「能不能轉型成功，都在於主事者願不願意冒險嘗試」
（轉引自劉敏慈，2016年 4月 24日）。以目前臺灣傳統媒體的數位轉型來看，
均還是辛苦地在數位轉型路上前進。然而，這條數位轉型之路要通往哪裡？
對於傳統媒體組織而言，數位轉型不應只是媒體組織對科技的迷戀（依賴其
可以解決問題）或者恐懼（不參與即失去戰場），傳統媒體組織須深刻探究
的問題是：數位轉型到底有沒有解決讀者真正的需求？讀者需要的是載具改
變，還是內容本身？一切會不會如 Chyi（2013）所言，網路世代放棄紙本的
原因並非是在載具本身，而是載具的內容，是因為報紙並未提供給年輕人想
看的內容，而非他們不喜歡報紙。若 Chyi的說法為真，那數位科技就不會
是救命仙丹，重新思考媒體如何產製出紮實的內容重拾傳統媒體的價值，會
比討論紙本或是數位才是媒體未來更有意義。

陸、	研究貢獻與限制 

傳統媒體的數位轉型研究，好像是在急流中行進的船隻，往往因為速度，
而讓船中之人，來不及看清楚沿途的風景，船隻就一路往前。身為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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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的就是努力地替傳統媒體的數位轉型研究，捕捉遺漏的風景，提供不同
的取景角度，讓研究之路更多元豐富。本研究《今周刊》數位轉型中「平網
並行」以及「雙廚房制」的探討，即是提供傳統媒體數位轉型過程的不同思
考取徑。
臺灣傳統媒體組織已先後開始數位轉型。已公佈三次數位轉型報告的

《天下雜誌》自 2015年起至今已投入數位轉型近十年，即使如此，《天下雜
誌》數位策略長簡西村仍在〈2023年天下數位轉型報告〉（黃哲斌，2023年
3月 21日）中比喻《天下雜誌》的數位轉型過程如同經過了造飛機、蓋跑道，
現在飛機才熱身結束，飛離開起跑線，亦即《天下雜誌》數位轉型成敗尚無
定論，其他傳統媒體組織，如《今周刊》的數位轉型亦是。不論「中央廚房
制」或是「雙廚房制」，在數位科技進步如此快速，傳統媒體組織技術與科
技進步並未等速前進情況下，二種模式何者為優，的確難以定奪優劣成敗。
在數位轉型過程中，舊組織和新組織的商業模式最常被討論的是傳統紙

本媒體是不是會消失在媒體市場。本研究以《今周刊》為傳統媒體轉型中仍
保有舊組織運作模式的案例，聚焦在其如何面對市場生態的衝擊以及其數位
轉型策略和處理新舊組織的方式。《經濟學人》認為紙本雜誌市場並非沒有
未來，只要是持續深度就不會消失（陳麟，2016）；Chyi（2013）認為消費
者不看紙本媒體不是因為科技平臺的興起，而是因為媒體並沒有真正了解讀
者的需求。本研究在這部份由於並未對《今周刊》紙本雜誌內容作分析，也
沒有對《今周刊》的讀者做內容滿意度和個人閱讀興趣的調查，因此未能以
《今周刊》為例，為「紙本不死」的觀點做驗證，此為本研究的限制，也是
未來對傳統媒體數位轉型研究可以補足之處。
此外，在資料的蒐集上，由於媒體間的競爭性，在訪談的過程中，難以

取得被視為商業機密的實際營收數字、訂閱數⋯⋯；目前也尚未有評估成功
數位轉型媒體的指標，因此，本研究未明確指出成功的數位轉型模式或是方
法，只呈現傳統媒體數位轉型模式的可能性，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再者，
本研究聚焦於紙本媒體，並未將電子媒體的數位轉型納入研究設計，然而電
子媒體的數位轉型亦是重要的數位轉型議題之一，此為研究限制也是未來可
發展之媒體數位轉型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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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dia indust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not in a period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Digitization has already impacted the traditional media ecosystem. This 
case study focuses on Business Today magazine, a traditional media company that 
values the importance of print media while adopting an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Using Dąbrowska et al.’s three-leve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odel, the study analyze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ecology,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from a macro to a micro perspective. The study 
explores an alternative possibility for traditional print media in Taiwan beyond the 
Western mainstrea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odel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various model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traditional media.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nd 
print media” and “print-first” strategies are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e strategies 
of “digital-first” and “central kitchen system.” Second, the commo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style prevalent in Chinese society plays a crucial role an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Business Today 
magazine. Third, Business Today magazine emphasizes the “print-first” and “dual-
kitchen” model, reminding people once again of the positioning and value of “print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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